
 

 

  

墨家“兼相爱、交相利”伦理原则的现代价值
 

  

陈道德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旧的生产关系趋于解体，新的生产关系尚未建立，社会处在一种无序状态。面对这种局面，

当时的有识之士开出了各种救治社会的药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克己复礼”，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提出“小国寡民”，以

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出“严刑峻法”，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则提出最具伦理色彩的“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政治主张。 

一、墨家“兼相爱、交相利”伦理原则的涵义 

墨子是一个手工业者出身的知识分子，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当时社会的一切动乱、祸害、

灾难、罪恶都是因为不“兼爱”而产生的：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

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兼爱中》)墨子把与“兼爱”相反的思想和行为称为“别”。他说：“乱何自起，起不相

爱”(《兼爱上》)；“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也”(《兼爱下》)。因此，治理天下的正确途径就是“兼以易别”。墨子坚信，只要普天之

下人们都遵循“兼爱”，就必然会害除利兴，国泰民安，天下和平，达到乐园一般的完美境界。 

“兼爱”既有如此崇高的价值，那么它的涵义是什么呢?墨家指出，兼爱是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家庭与家庭、国家与国

家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其涵义包括相互联结的两个层次，即感情层次和利益层次。 

感情层次就是要求人们相互地、平等地、普遍地爱。所谓“相互地爱”就是己和人双方都承担“爱”的义务，也都享有“被爱”的

权利。“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兼爱中》)，“爱人者必见爱也”(《兼爱下》)。所谓“平等地爱”就是反对“爱有差等”的儒家观

点，实行“爱人若爱其身”，“为彼若为己也”。特别是父、君要以平等的态度爱子、爱臣：“视弟子与臣若其身。”(《兼爱下》)所谓

“普遍地爱”就是爱人应该“远施周遍”，不受范围局限，对所有的人都去爱。“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

(《兼爱下》)，“爱人者此为博焉”(《天志下》），“天下之人皆相爱”(《兼爱中》)。 

利益层次就是爱时必须给对方以利益，使对方在爱中得到利益，而且利益的性质主要是指物质利益。墨子说，“兼相爱”的实质内

容就是“交相利”，“兼而爱之”就是“兼而利之”(《法仪》)。所以，墨子总是把“相爱”和“相利”、“爱人”和“利人”、“爱”与“利”

同提并举。如“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此自爱人利人生”(《兼爱下》)、“利爱生于虑”(《大取》)、“爱利天下”(《尚同下》)等

等。这样，相互地爱就成了相互交利：“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兼爱中》)，“交相爱交相恭犹若相利也”(《鲁问》)。平等地爱

就成了平等互利：“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天志中》)。普遍地爱就成了使天下普遍受利：“万民被其利”，“天下皆得其

利”(《尚贤中》)，“为利人也博”(《非攻下》)；不仅要利人，还要利天、利鬼：“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

(《天志上》)。 

关于“爱”与“利”这种通约和统一关系，后期墨家在《墨经》中有一段很好的说明：“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

利不相为内、外；所爱、所利亦不相为外、内。”(《经说下》)梁启超解释说：“能爱能利者我也，所爱所利者彼也。能爱能利俱

内，不能谓能爱为内，能利为外。所爱所利俱外，亦不能谓所爱为内，所利为外。”(《墨经校释》)也就是说无论在爱和利的付出

者一方还是接受者一方，爱和利都不能有内外之分。“爱”中有“利”，“利”中有“爱”，感情和利益在道德上是紧密联结、融合统一的

整体。这是墨家对道德价值和利益价值关系的深刻概括。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兼爱”说实际上是墨家对孔孟“仁”学的重新改造，这

种改造集中表现为以“爱”释“仁”，以“利”释“爱”，从而使儒家的纯情“仁爱”道德有了坚实的“利益”内核。 

不仅对“兼爱”墨家持上述看法，即使对儒家十分崇尚的“义”，墨家学者也着眼于以利释之。若从字面上看，墨家谈到“义”的

地方很多，但究其根本就会发现，墨家所说的“义”与儒家所说的“义”是有本质区别的。墨家“义”的实质是“利”，或者说他

们赋予“义”以“利”的含义。《墨经》中给“义”下的定义就是：“义，利也。”“义，志以天下为分而能利之”。将“义”的

价值归结为利益价值，行“义”就是为他人带来物质利益。墨子也曾说：“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耕柱》)

如果“义”不附丽于“利”，何为良宝?何价值之有?可见，墨家崇尚的是“义”的利益价值，这与儒家把义利对立起来、把“义”规定为超

越功利的纯道德行为，是完全不同的。 

显然，在墨家看来，道德的实质内容就是“利人”、“兼利”、“交相利”。 

二、“兼相爱、交相利”伦理原则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的公民道德建设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阶段，我国公民应该具备一种什么样的道德水准，社会

应该坚持一种什么样的伦理原则，这是我们大家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原则对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道德建设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应澄清人们对墨家“兼相爱、交相利”伦理原则的两种误解：一种观点认为墨家的“兼相爱”是一种无差等的爱，一般人很难

做到；另一种观点认为墨家的“交相利”是把“利”作为伦理的目的，缺乏道德的崇高品质。 



墨家的“兼相爱”的要求真的是太高了，一般人做不到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兼相爱”不仅能够做到，而且有必要做到；“兼相

爱”是实现合理利己主义的前提。 

当年孟子批评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滕文公下》)。让我们从墨子与巫马子的一场辩论中看墨子是怎样反驳儒家的这种观点

的。巫马子反对兼爱，他对墨子说：我与子异，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

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以为近我也。击我则疾，击彼则不疾于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杀彼以

利我，无杀我以利彼也。(《耕柱》)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巫马子是儒家爱有差等的信徒，他认为：爱我本国的人甚于爱别国的人，

爱我家乡的人又甚于爱本国的人，爱我家中的人又甚于爱我家乡的人，爱我父母亲又甚于爱我家中其他人，爱我个人身体又甚于爱

我父母亲，愈接近我的，我愈爱。如同有人打我，我会感到痛，打别人，我不感到痛。所以“有杀彼以利我，无杀我以利彼”。按照

巫马子的这种观点，逻辑地推导下去，就会得出“损人以利己”的极端利己主义观点— —“杀彼以利我”。这种极端利己主义是建立在

感觉主义基础之上的，即以个人感觉上的苦乐作为行为的准则。 

墨子反问巫马子说：“子之义将匿邪?意将以告人乎?”巫马子回答说：“我何故匿我义，吾将以告人。”墨子说，如果你想将你的利

己主义学说告诉别人，进行宣传，要大家都来实行，其结果就会毁掉你自己。墨子论证说：然则一人说(悦)子，一人欲杀子以利

己；十人说子，十人欲杀子以利己；天下说子，天下欲杀子以利己。一人不说子，一人欲杀子，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说

子，十人欲杀子，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说子，天下欲杀子，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说子亦欲杀子，不说子亦欲杀子，是所

谓荡口者也，杀子之身者也。(《耕柱》)墨子这段话用一个二难推理，揭示了极端利己主义理论上存在的矛盾，指出提倡“损人以

利己”将对自己一无所利。因为如果将你的“损人以利己”的学说加以宣传，那么赞成你的人，必定按你的说法去损人利己，为了满

足其私利会把你杀掉；而不赞成你的观点的人，认为你宣扬了不祥的言论，也必定把你杀掉。 

墨子的这段话对损人利己的极端利己主义的驳斥，是相当深刻的。它也说明了只有提倡兼爱，才能实现利己；而要实现利己，就要

提倡兼爱。因此，我们不仅能做到“兼爱”，而且一定要做到，否则个人的利益就不能实现，“兼爱”是实现合理利己主义的前

提。 

有些人对墨家的“兼相爱”中的“爱无差等”的理解有偏差，他们说“爱无差等”很难做到常常是就功利角度而言的。实际上，墨

家的“爱无差等”是感情层次上的而不是功利层次上的。墨家在《大取》篇中有一个生动的说明：二子事亲，或遇熟，或遇凶，其

爱亲也相若。(《大取》)意思是说，有两个儿子，一个遇到丰年，收成好，事奉父母的较厚；另一个遇到荒年，收成差，事奉父母

的较薄。两个儿子的奉养虽然有厚薄之分，但他们对父母的爱却是一样的。利虽有厚薄，但爱无差等。利要受到客观物质条件的限

制，爱是不受客观物质条件限制的。正因为爱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所以，人们做不到“兼相爱”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墨家的“交相利”真的缺乏道德的崇高品质吗?我们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在墨家的“交相利”中包括了道德的崇高性。 

首先，我们认为道德的崇高性本来就是墨家“利”中的应有之义。墨家所说的“利”首先是一种公利，是“天下之利”、“万民之

利”、“百姓之利”、“国家之利”。墨家认为，为了天下之利，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

无择也。死生利若一，无择也。”(《大取》)意思是说，一个人当断指可以利天下、断腕亦可以利天下时，应该在“断指”与“断腕”

之间不加选择，需要“断指”就“断指”，需要“断腕”就“断腕”。当个人的生和死给天下带来的利益一样时，也应该不在生死二者之间

作出选择，“天下利”需要生就存生，需要死就赴死。为了“天下之利”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这是多么崇高的价值取向啊! 

其次，墨家的“交相利”是以“兼相爱”为前提的。墨子总是把“交相利”与“兼相爱”相提并论，“兼相爱”是“交相利”的前

提，是出发点。人们首先要有爱人、利人的善良动机，然后才会有爱人、利人的行为，最后才会产生爱人、利人的效果。墨家认为

考察一个人是否做到了“兼相爱、交相利”，既要看动机也要看效果，他们称之为“合志功而观”，但在效果还没显现的情况下，

着重看行为的动机。《耕柱》篇有这样一段记载：“巫马子谓之墨子曰：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贼也。功皆未

至，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于此，一人奉水将灌之，一人掺火将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贵于二人?”墨子在这里

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在利人的效果还没有产生的情况下，动机是衡量一种行为善与恶的标准。遇到一场火灾，奉水灭火的

行为出于爱人的动机，这种行为就是善的；添柴拨火的行为出于害人的动机，这种行为就是恶的。正因为“兼相爱”是“交相利”的前

提和出发点，而墨子的“兼相爱”又是博大无私的，“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兼爱下》)。难道以这样

博大的爱为前提的“交相利”还缺乏道德的崇高品质吗?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正处在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成熟的市场经济理应是一种法制经济，但是，我

们现在的市场经济离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新的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经济活动还没有纳入法制的轨道。曾经被

贫穷困扰了多年的中国人，急欲富起来的愿望使得其中许多人忙乱地寻找自己的发财之路。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有些企业或个

人不择手段、丧失良心，缺乏起码的道德水准，导致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迫切

需要“兼相爱、交相利”伦理精神的回归。可见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原则应是当前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的传统文

化资源，它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与之有相通之处，与我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也有相通之处。因此，我们要大力弘扬

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精神，把它作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际交往的一条重要伦理原则。 

三、墨家“兼相爱、交相利”伦理原则与全球普遍伦理的构建 

20世纪以来，世界一体化进程加快，人类日益被联系成一个有着共同利害关系的有机整体。整个人类之间、世界各国之间，既可以

通过合理利己的方式实现利益的相互促进，也可以通过极端利己的方式造成利益的相互伤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整个人类和世



界各国的利益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伤害，一方面需要用国际法则来规范各国的行为，另一方面也需要用普遍伦理来劝导各国在实现

自身应得利益的同时，也让其它国家获得它们的应得利益。我们认为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原则也是构建普遍伦理的重要的

文化资源。首先，它在内容上是最少的，但却是易于接受并为人们所深信的；其次，它本身具有一种普适性，与西方文明中的价值

与道德准则具有重合的内容。我们都知道，基督教文化是西方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对现代西方社会文化有着深远而广泛的

影响。墨家“兼相爱、交相利”伦理原则与基督教所提倡的“平等”、“博爱”具有相通之处。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墨子倡行的兼爱天

下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兼爱”与“博爱”在思想上是同源的。 

《圣经》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上帝的选民，生来就是平等的，所以上帝要平等地爱每个人。墨子也认为：“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

也，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法仪》)墨子认定天有公正、公平的本性，天兼爱天下之人，一视同仁，没有偏私。“天之行

广而无私”(《法仪》)，墨子根据天的这一本性解释《尚书·泰誓》中的“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认为这句话的意

思是：“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无有私也。”(《兼爱下》)天兼爱天下是普遍而没有差等的，而人是天之臣

民，必须顺天意兼相爱交相利。如此人们秉天性、顺天意兼爱天下之人，也应该是普遍而没有差等的。所以《大取》篇明确地说：

“厚人不外己，爱无厚薄。”显然，墨子这种无厚薄、无差等的爱是源于“天志”的。 

“兼爱”的另一思想渊源来自于人的本性。人是有感情的动物，知恩图报是人的一种本性。《兼爱下》曾引用《诗经·大雅》中

“无言不仇，无德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诗句证明了这一观点。“兼爱”建立在人类“互报”的本性上：“夫爱人者，人

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中》)《圣经》同样认为人有一

种相互回报的本性。《圣经》中写道：“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新约·马太福音》）显然人的这一本性也是博爱的人性基础。与墨家不同的是，基督教不仅要人们以德报德，还要求人们以德

报怨。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来源和人性基础与基督教是相同的，因而如果把它作为构建普遍伦理的文

化资源，亦是容易被西方社会所接受的。我们相信，如果现代社会中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都能遵循“兼相爱、交相利”的普

遍伦理理则，世界将变得更加安宁、祥和与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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